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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指导的 2011 年、 2016 年、 2021 年《北京市居民生活

时间分配调查》数据, 构建休闲时间对工作绩效影响的 IV-Oprobit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回归分析得出休闲与

工作绩效呈现倒 U 型关系, 即休闲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双重效应。 进一步, 通过路径分析模型探讨了休闲

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 发现双重效应是由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终呈现积极影响

还是消极影响取决于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强度大小。 当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达到最优水平(270 分钟)时,
休闲对工作绩效的补偿效应将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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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 中国人均 GDP 已突破一万美元, 国民休闲

需求旺盛、 休闲意愿增强、 休闲消费能力增加成

为当下不可忽视的事实。 当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 国民休闲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 休闲逐渐成

为国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休闲对于职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并未得到

深入探讨。 目前, “996”工作制话题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 企业畸形的加班文化导致劳动者超时工

作、 透支健康, 甚至屡发年纪轻轻便猝死的事

件。 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除了延长工作时

间这一极端方式外, 企业应采取何种有效手段提

高工作绩效? 休闲时间是生活时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除去工作时间、 个人生理时间、 家务劳动

时间之外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国民利用休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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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参与休闲活动进行休闲消费从中获取效用。 休

闲时间对工作绩效是具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

响, 如果具有积极影响, 是否就应加大力度倡导

工作与休闲的平衡, 而不是罔顾劳动者的健康,
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既往有关职工工作绩效的研究普遍关注的

是工作领域对其产生的影响, 例如工作场所和

工作条件等,[1-2] 而从个体生活出发特别是与人

们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对个体工作绩效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古典和新古

典经济学家在构造工作—休闲模型时, 将休闲

时间当作工作时间的替代, 认为增加休闲时间

会挤压工作时间, 进而影响职工工作绩效。[3]

但也有学者关注到休闲对个体的积极影响, 休

闲有益于人们放松身心, 使个体 “ 高度投入,
感到自足, 忘记时间流逝, 被激发出创造性、
探索感和冒险精神” , 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

进而提高效率。[4-6] 因此, 休闲时间对个体工作

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休闲时间的

增加对职工工作绩效的边际效应又是多少, 假

若休闲确实有助于提高工人绩效, 那么是否存

在最优休闲时间, 目前职工的平均休闲时间能

否满足需要, 这对于多地试行弹性工作制度安

排是否具有启示意义,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

证进一步分析。
本文将在系统综述前人关于休闲时间对工作

绩效影响的文献基础上, 利用调查数据, 通过控

制影响职工工作绩效的变量, 聚焦休闲时间对个

体绩效的作用机理。 这具有两方面研究意义, 一

是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休闲时间的经济效应存在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其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

的作用予以进一步论证; 二是通过调研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 揭示休闲对工作绩效作用的内在机

制。 这对企业从新视角提高职工效率, 政府试推

行弹性工作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文献述评

　 　 在理论方面, 经典文献构造了五种不同的模

型解释工作与非工作生活之间的关系, 包括细分

性、 溢出性、 补偿性、 工具性和替代性。[7-8] 其

中, 细分性是指工作和非工作是彼此不影响的独

立生活领域; 溢出性是指生活的这两个领域可

以相互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补偿性是指

工作或非工作一方的损失能由其另一方面进行

补偿; 工具性认为一个生活领域的活动可以促

进另一个领域的成功; 替代性是指工作和非工

作活动会相互挤压, 导致存在艰难的选择和潜

在的冲突。 这五种模型的构建源自不同的研究

视角, 但彼此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 例如

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可分别视为溢出中的正溢

出和负溢出。 但总的来说, 学者们较为关注的

是非工作中的休闲与工作之间的补偿效应和替

代效应。
(一)休闲对工作的替代效应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构造 “ 工作—休

闲”交易模型时, 通常假定休闲时间加工作时间

等于个体占有的总时间, 总时间是固定的, 如一

天、 一年等。[9-10] 这意味着, 增加休闲时间就会

挤压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的减少又会影响企业的

产出。 这种由于休闲时间增加导致产出减少的效

应就是休闲的替代效应。 因此, 由于存在休闲的

替代效应, 增加休闲时间会对职工绩效产生消极

影响。
(二)休闲对工作的补偿效应

休闲对工作的补偿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 休闲有助于个体从工作中放松和恢复

身心进而对个体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学者构造的

工作恢复模型显示, 员工下班后的休闲行为有助

于补充和恢复心理和生理资源。 如果参与不愉快

的繁重活动或休闲时间太短而导致恢复过程不完

整, 则会产生负荷效应, 例如长时间的疲劳、 睡

眠困难和身体不适, 长此以往就会影响个人的健

康, 引发糖尿病, 容易感到倦怠, 情绪低落, 绩

效下降等。[11-13]反之, 参加休闲活动有助于工作

绩效的提升, 例如参与体育活动是最常见的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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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 体育锻炼有益于身体健康、 情绪和心

理恢复。[14-16] 运动可以增进个体产生积极的感

觉, 增强分泌具有抗抑郁作用的神经递质, 并分

散与工作相关的日常烦恼, 进而对工作绩效具有

正向作用。[17-18]

第二, 参加休闲活动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早上感到放松的人会在之后的工作中表现更

好;[19]周末结束后工作表现不佳与周末缺乏社交

活动有关。[20]构建情绪劳动和服务绩效的中介模

型, 发现体育休闲活动对职工工作绩效具有促进

作用。[21-22]基于印度尼西亚 313 名餐厅员工的样

本, 利用 SEM-PLS 模型讨论前线餐厅员工的工

作绩效, 发现休闲参与对一线服务绩效的影响非

常重要。[23]可见, 参加休闲活动可能会构成一种

重要工作资源, 因为它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和

公司的产出。
第三, 休闲有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提高

绩效。 例如, 学者在对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

Ouseburn 谷休闲空间使用者的生活进行定性研

究后, 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认为该群体的休

闲活动具有很大的创造力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24]个体在空闲时间积极参与的休闲活动倾向

与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兴趣有关, 在职业环境中发

生的事情与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某种

基本相似性, 因此可以假定享受积极休闲的员工

也可能在工作中高度敬业, 进而提高其工作绩

效。 反之, 在休闲时间变得被动而没有参与任何

休闲活动的员工, 在工作上也可能更加被动, 例

如缺乏个人主动性和创造力。[24] 从事愉快的、 自

我选择的休闲活动可以补充并创造有助于集中精

力和投入精力进行工作的资源以此提高人力资

本, 从而提高绩效。
虽然系统探讨休闲对工作绩效影响的文章较

少, 但相关的研究已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休闲对个

体绩效的影响。 综合来看, 休闲对工作绩效的影

响具有双重效应, 即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 据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休闲时间对职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 既具有替代效应又具有补偿效应,
最终影响效果是正向还是负向取决于替代效应和

补偿效应的强度大小。

　 　 三、 休闲时间对职工工作绩效影响的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课题组执导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

分配调查, 该调查自 1996 年起每五年进行一次,
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 考虑到相关数据

在调查问卷中的一致性, 选用 2011 年、 2016
年、 2021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有效调查问卷数

分别为 1106 份、 830 份、 1579 份。 问卷调查了

北京市居民一天的生活时间分配情况, 每 10 分

钟为一个记录单位, 共 144 个单位, 总计 24 小

时。 根据生活时间四分法, 居民生活时间由四大

部分时间构成, 包括工作(学习)时间、 生活必

需时间、 家务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 本文选取有

工作的群体进行分析, 样本量分别为 876、 632
人、 1269 人。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在衡量职工工作绩效时, 从结果导向视角

看, 工作绩效是职工在一定的岗位和时间范围内

最终得到的成果, 通常可选用工资水平进行测

度。[25]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择职工的年

收入作为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
2.

 

核心自变量

休闲时间是指除工作(学习)、 生活必需、
家务劳动之外可自由支配进行休闲活动的时

间。 问卷中调查了居民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 阅读报纸、 阅读书刊、 看电视、 听广播、
观看影剧文体表演、 观看展览、 游园散步、 其

他娱乐、 体育锻炼、 休息、 教育子女、 公益活

动、 探访接待亲友、 其他等休闲活动的时间,
将这 15 项休闲活动时间加总用于衡量个体的

休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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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自变量选择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一次项

和二次项进行分析, 同时为了讨论休闲变量对工

作绩效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 因

此还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与休闲时间一次项、 二

次项的交互效应。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职工年收入差异受其人口统计学特征

的影响, 因此选择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

姻状况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2011 年(N = 876) 2016 年(N = 632) 2021 年(N = 1269)

因变量
年收入

(万)

0 = 0 - 3 ( 21. 6%); 1 = 3 - 5
(14. 3%);2=5-10(30. 6%);3
= 10 - 20 ( 26. 6%);4 = > 20
(7. 0%)

0 = 0 - 3 ( 8. 9%); 1 = 3 - 5
(7. 3%);2= 5-10(29. 3%);3
= 10 - 20 ( 34. 8%);4 = > 20
(19. 8%)

0 = 0 - 3 ( 1. 6%); 1 = 3 - 5
(2. 0%);2= 5-10(17. 9%);
3 = 10-20(40. 5%);4 = > 20
(37. 9%)

核心自变量
休闲时间

(分钟)
平均值= 159(标准差= 112) 平均值= 147(标准差= 137) 平均值= 135(标准差= 105)

控制变量

性别
0 = 男性( 46. 5%);1 = 女性

(53. 5%)
0 = 男性( 48. 6%);1 = 女性

(51. 4%)
0 =男性(56. 1. %);1 = 女性

(43. 9%)

年龄(岁) 平均值= 35(标准差= 11) 平均值= 35(标准差= 12) 平均值= 34(标准差= 11)

受教育程度
0 = 高中以下( 28. 9%);1 =

高中及以上(71. 1%)
0 = 高中以下( 32. 0%);1 =

高中及以上(68. 0%)
0 = 高中以下( 20. 8%);1 =

高中及以上(79. 2%)

婚姻状况
0 = 未婚( 40. 8%);1 = 已婚

(59. 2%)
0 = 未婚( 39. 7%);1 = 已婚

(60. 3%)
0 = 未婚( 46. 8%);1 = 已婚

(53. 2%)

　 　 (三)模型设定

由于年收入数据是分组数据资料, 即因变量

为有序多分类调查数据, 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的

时候, 不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而应采用有序多

分类 O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设定如下:
Yi = Φ(α + βlnX i + λZ i) +μi

其中, Y 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年收入状况,
Φ(·)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X i 为第 i 个个体的

工作日平均休闲时间, Z i 为第 i 个个体的控制

变量。 α、 β、 λ 为变量的估计系数。 Oprobit 模

型的系数值大小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但可根据

系数的正负判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
如果系数值大于 0, 表示自变量取值越大因变

量响应概率越大, 反之系数值小于 0, 则表示

响应概率越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O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 O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得知, 模型各

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 0. 1, 且 VIF 值均小于 10,
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平行线检验 P 值

为 0. 38, 在 0. 05 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
认为自变量对于反应变量的影响在 4 个回归方程

中有相同的结果。 但是, 关注的休闲核心变量对

年收入的影响甚微, 即休闲时间一次项系数为负

且结果不显著, 休闲时间二次项系数在 0. 1 水平

下显著为正。 鉴于该回归结果并不理想, 由此考

虑是否因为核心变量存在内生性导致参数估计

有误。
2.

 

模型内生性处理

现有研究表明, 休闲对工作会产生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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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偿效应, 即理论表明休闲会对工作绩效产生

影响。 但是根据经典的工作—休闲模型, 当收入

水平较低时, 提高收入则个体会选择增加工作时

间减少休闲时间, 当收入水平到达一定程度时,
提高收入则个体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

间。 这意味着休闲与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

关系, 这会导致上述模型中休闲时间这一核心变

量和随机扰动项相关, 即模型很有可能存在内生

性问题。 因此, 有必要为休闲时间变量选择有效

的工具变量,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工具变量的选

择要满足两个要求, 一是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
二是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 结合数据的可靠性,
选择工作日平均洗衣物时间作为工具变量。 一方

面该变量作为家务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增加洗衣

物时间会挤占休闲时间, 另一方面洗衣物时间并

不会对个体的收入产生影响, 即同时满足相关性

和外生性, 选择平均洗衣物时间作为工作变量进

行回归是合适的。 由此, 利用 IV-Oprobit 模型进

一步分析休闲时间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通过两方面考察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 一是

根据模型结果的休闲时间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12, 其在 0. 1 统计水平下显著; 另一方

面, 豪斯曼检验结果也显示在 0. 01 统计水平下

拒绝原假设, 即模型存在内生性, 进一步证实需

要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表 2 报告了 IV-O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

果显示, 对于休闲核心变量, 休闲时间的一次项

系数显著为正, 休闲时间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 2　 IV-O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 值

年份变量_2016 　 2. 29064 0. 65781 3. 48000 0. 00000

年份变量_2021 2. 70717 0. 58445 4. 63000 0. 00000

性别 -0. 10351 0. 08090 -1. 28000 0. 02010

年龄 0. 07489 0. 01886 3. 97000 0. 00000

年龄平方 -0. 00089 0. 00021 -4. 23000 0. 00000

婚姻状态 0. 33013 0. 06528 5. 06000 0. 00000

受教育程度 0. 48751 0. 12599 3. 87000 0. 00000

休闲时间 0. 01601 0. 00788 2. 03000 0. 04200

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2 0. 00001 -1. 98000 0. 04700

year_2016×休闲时间 -0. 01725 0. 00763 -2. 26000 0. 02400

year_2021×休闲时间 -0. 01586 0. 00789 -2. 01000 0. 04400

year_2016×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3 0. 00001 2. 13000 0. 03300

year_2021×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2 0. 00001 1. 83000 0. 06700

/ cut1 2. 80657 0. 72060 3. 89000 0. 00000

/ cut2 3. 15850 0. 66064 4. 78000 0. 00000

/ cut3 3. 91446 0. 53843 7. 27000 0. 00000

/ cut4 4. 85231 0. 40788 11. 90000 0. 00000

atanhrho_12 0. 08400

wald
 

chi2(26) 37676. 83000

prob. >chi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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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休闲时间对年收入的影响存在倒 U 型的非

线性函数关系, 验证了研究假设。 当休闲时间较

少时, 增加休闲时间则年收入提高的概率相应增

加, 但当休闲时间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增加休闲

时间反而挤占工作时间, 不利于年收入水平的提

高。 从年份虚拟变量与休闲核心变量的交互项

看, 年份虚拟变量与休闲时间一次项的交互效应

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随着年份的增加, 休闲时间

一次项对提高年收入的正向效应减弱; 年份虚拟

变量与休闲时间二次项的交互效应均显著为正,
表明休闲时间二次项对提高年收入的负向效应也

在减弱。
对于控制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 且 2021 年的系数大于 2016 年的系数, 表

明随着年份增加, 收入水平提升, 这与统计描述

结果一致。 性别变量显著为负, 表明男性年收入

显著高于女性。 年龄变量与年收入呈现开口向下

的二次函数关系, 即随着年龄增加, 年收入水平

增加, 但当年龄到达一定水平时, 年龄增加则收

入水平减少。 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显著增加。
3.

 

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 IV-Oprobit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

验, 对年收入变量进行重新分类, 将低于年收入

平均值的数据重新编码为 0, 高于平均值的数据

重新编码为 1, 如此得到新的收入变量为二分类

变量。 为了克服内生性, 同样使用工作日平均洗

衣物时间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IV-Probit 回归, 结

果见表 3。 从回归结果可知, 各变量系数的方向

没有发生变化, 休闲时间一次项对年收入的影响

显著为正, 休闲时间二次项对年收入的影响显著

为负, 且系数值变动很小, 说明休闲时间对年收

入的影响是稳健的。

表 3　 IV-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 值

年份变量_2016 2. 43081 0. 66870 3. 64000 0. 00000

年份变量_2021 2. 88233 0. 55867 5. 16000 0. 00000

性别 -0. 08885 0. 09560 -0. 93000 0. 03530

年龄 0. 07278 0. 02310 3. 15000 0. 00200

年龄平方 -0. 00088 0. 00026 -3. 44000 0. 00100

婚姻状态 0. 35189 0. 07842 4. 49000 0. 00000

受教育程度 0. 48393 0. 16488 2. 93000 0. 00300

休闲时间 0. 00818 2. 27000 0. 02300 0. 00257

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3 0. 00001 -2. 23000 0. 02600

year_2016×休闲时间 -0. 01937 0. 00795 -2. 44000 0. 01500

year_2021×休闲时间 -0. 01852 0. 00818 -2. 26000 0. 02400

year_2016×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3 0. 00001 2. 28000 0. 02300

year_2021×休闲时间平方 0. 00003 0. 00001 2. 07000 0. 03800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0. 07940

wald
 

chi2(26) 732. 86000

prob. >chi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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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实证结果讨论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但还未

完全解决提出的问题。 休闲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内

在机制是什么? 是否存在最优的休闲时间作用于

工作绩效? 研究结果对弹性工作制安排是否具有

启示? 这三个问题仍待讨论。
(一)休闲时间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内在作用

机制

根据前人研究提出的两种主要观点, 休闲对

工作会产生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 虽然本文研究

结果也表明休闲与工作绩效呈现倒 U 型关系,
但这两种效应是如何通过休闲时间作用于工作绩

效的仍需进一步讨论。 下面以 2021 年样本数据

为例进行分析。
路径分析是各自只有一个观察变量的潜在变

量间的结构模型, 图 1 是构建的简单路径分析

图, 用以分析两种效应的作用关系。 其中, 路径

“休闲时间→工作时间→年收入”反映的是由于

休闲时间增加挤占工作时间进而影响年收入的替

代效应; 另一方面, 补偿效应反映的是个体利用

休闲时间放松身心、 参与休闲活动、 进行人力资

本投资等进而对工作绩效产生正向效应。 但考虑

到数据的可得性, 仅讨论了“休闲时间→休闲活

动次数→年收入”这一路径, 其中休闲活动次数

为受访者过去一年参加体育活动、 兴趣娱乐活

动、 公益活动、 旅行游玩活动、 学习研究类休闲

活动的总次数(平均休闲次数为 478 次, 标准差

为 395 次)。
图 1 路径分析图上的数字表示标准化路径系

数结果, 均在 0. 01 水平下显著。 从结果可以看

出, 休闲时间对工作时间产生挤出效应, 系数值

为-0. 63, 而工作时间又对年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系数值为 0. 08, 由此得到休闲时间对年收入产生

负向效应, 即产生的替代效应为-0. 0504。 休闲时

间对休闲活动次数存在正向影响, 系数为 0. 07,
休闲活动对年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系数为 0. 05,

即这一路径显示, 休闲时间影响个体积极参与休

闲活动进而提高工作绩效, 产生的正向效应为

0. 0035。 但需说明的是, 由于休闲时间通过休闲

活动作用于年收入仅是补偿效应中的一个分支,
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路径系数

值进行对比, 但我们仍能通过路径分析的方式一

窥休闲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 即休闲时间对个

体工作绩效产生的非线性影响是由替代效应和补

偿效用共同决定的, 最终对个体产生正向影响还

是负向影响, 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强度。

图 1　 路径分析图

(二)是否存在最优的休闲时间作用于工作

绩效

根据上述讨论得到的结果, 休闲时间对工作

绩效的影响是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

果。 如果补偿效应强于替代效应, 则增加休闲时

间有助于工作绩效的提高; 如果替代效应强于补

偿效应, 则增加休闲时间不利于工作绩效的提

高。 由此引发思考是否存在最优休闲时间, 其中

的补偿效应对冲替代效应达到最大。
根据表 2 和表 3 可知, 休闲时间与年收入之

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为估计这两者的定量关系,
将 IV-Probit 模型得到的个体预测响应概率 y 与

休闲时间一次项 l 和休闲时间平方项 l2 建立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 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y = - 0. 0000107 l2 + 0. 0057735l +

2. 462157, R2 = 0. 1091, Pro > F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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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式子关于休闲时间 l 取导数并令式子

等于 0, 即

∂y
∂ l

= - 2 × 0. 0000107l + 0. 0057735 = 0

进而得到最优的休闲时间 l∗ = 270 分钟, 即

4. 5 小时, 其对应的 Probit 概率值为 0. 40。 也就

意味着, 当休闲时间处于 270 分钟时, 增加一个

单位休闲时间, 年收入提高的概率达到最大, 即

增加 40%(图 2)。

图 2　 休闲时间与响应概率的关系

(三)对试行弹性工作制安排是否具有启示

意义

根据上述讨论, 最优休闲时间为 4. 5 小时,
但目前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仍旧偏低。 图 3 为

2011、 2016、 2021 年三年休闲时间的密度分布

图, 黑色虚线为 270 分钟所对应的位置。 从图中

可以看出休闲时间分布呈现右偏分布, 数据大多

图 3　 休闲时间密度分布图

数集中在 270 分钟的左边, 说明劳动者休闲时间

偏低。
进一步以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作为切点, 将休闲时间划分为四类, 与年收入进

行对应分析, 得到休闲时间与年收入的联合类别

图(图 4)。 从图中可以看出, 年收入在 5 万元以

下的群体的休闲时间倾向在中位数水平以上, 而

10-20 万元的群体休闲时间倾向在 25%-50%, 20
万元以上群体的休闲时间低于 25%。 可见, 高收

入群体的休闲时间明显偏低。

图 4　 休闲时间与年收入的联合类别图

为充分发挥休闲对工作绩效的正向效应, 应

从制度角度考虑增加劳动者的休闲时间。 休假制

度是休闲时间的制度保证, 根据课题组调查数据

显示, 2019 年北京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 带薪

休假制度完全落实率分别为 77. 8%、 73. 4%、
62. 9%, 平均带薪休假天数为 7. 8 天, 仅有四成

群体能完全享受休假天数, 超七成群体期望修改

休假制度, 现行休假时间存在供给不充分的问

题, 有必要进行休假制度改革。 但是假日制度改

革并不能一蹴而就, 弹性工作制应成为休假制度

改革前的过渡手段。
弹性工作制是指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或固

定的工作时间长度前提下, 职工可以灵活、 自主

选择工作时间。 弹性工作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发

展得较为成熟, 也有较多文献表明弹性工作制对

个人绩效、 员工态度、 健康、 幸福感有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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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例如, 弹性工作制与工作成果存在正向相关

关系, 对于员工平衡与工作和家庭相关的多种角

色至关重要, 不仅会提高员工幸福感, 也有助于

减少工作家庭方面的冲突。[26-28] 可见, 弹性工作

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有效管理工作和生活角色的

杠杆作用。 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工作模式,
达到工作—休闲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平衡工作与

家庭的关系; 享受更多闲暇既让疲惫的身体得以

恢复, 换取强健体魄以胜任工作岗位, 同时可利

用更多休闲时间进行继续教育投资, 提高人力资

本水平进而提高工作绩效。 因此, 鉴于目前劳动

者休闲时间偏低, 人们渴望增加休闲时间的现实

背景下, 推广弹性工作制是合理的。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重点考察休闲时间对劳动者工作绩效

的影响, 研究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设。 通过 IV-
Oprobit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 表明休闲

时间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这意味

着休闲时间对工作绩效具有双重影响。 根据路

径分析模型进一步证实该双重影响受替代效应

和补偿效应的共同作用, 最终呈现积极影响或

是消极影响, 取决于两者效应强度大小。 当休

闲时间较少时, 增加休闲时间则工作绩效提高

的概率增加, 个体利用休闲时间可进行休息放

松身心、 参与休闲活动(如: 旅行游玩、 体育

锻炼、 参加公益活动等)、 进行学习研究类的

休闲活动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 当休闲时间

达到最佳水平 4. 5 小时时, 休闲时间对工作绩

效的补偿效应达到最大; 当休闲时间超过最优

休闲时间, 增加休闲时间则工作绩效提高的概

率逐渐减弱, 此时相较于补偿效应替代效应强

度逐渐占据上风。
研究结论对企业从休闲视角提高职工个体绩

效, 以及政府试推行弹性工作制具有重要参考意

义。 第一, 企业应加强职工树立科学休闲观念的

认知, 突出职工休闲活动对提高工作绩效的影

响。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宣传, 例如

开办休闲栏目, 举办科学休闲讲座, 制作相关休

闲活动公益广告、 宣传片,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职工参与休闲活动意识。 第二, 企业应完善

职工休闲管理体系。 首先要提高职工休闲工作的

地位, 将休闲工作真正纳入企业管理范畴; 其次,
企业休闲要以服务于职工为方向。 例如, 实现休

闲活动组织多元化, 改变以往职工休闲工作由工

会等行政部门主办的做法, 实施小型多样化活动

方式。 最后, 职工休闲要立足于市场, 服务于生

产。 重新构造适应现代企业制度、 适应市场经济

的模式, 发挥休闲促进生产的功效。 第三, 目前

现行劳动者休闲时间不足, 可从制度角度增加居

民休闲时间, 例如推行弹性工作制。 政府应加大

力度引导社会观念的转变, 加强工作—休闲平衡

观念的宣传, 借助媒体力量逐渐弱化长期以来形

成的劳动至上、 为岗位奉献一生的价值观, 提倡

“劳动光荣, 休闲伟大”的观念, 同时应出台相应

的制度保证弹性工作制的落实。 当然, 实行弹性

工作制不能“一刀切”, 应根据行业特点灵活制

定, 例如可先在旅游、 金融、 文化等行业试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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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eisure
 

Time
 

on
 

Employees'
 

Work
 

Performance:
Taking

 

Beijing
 

for
 

Example
WEI

 

Jia-jia　 WANG
 

Qi-yan
Abstract: Leis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people's
 

ever-increas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leisure
 

time
 

on
 

work
 

performance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leisure
 

time
 

remains
 

to
 

be
 

resolved.
 

Based
 

on
 

the
 

data
 

of
 

Beijing
 

Residents'
 

Living
 

Time
 

Allocation
 

Survey
 

in
 

2011,
 

2016,
 

and
 

2021
 

directed
 

by
 

the
 

Leisure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V-Oprobit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impact
 

of
 

leisure
 

time
 

on
 

work
 

performance,
 

and
 

obtains
 

that
 

leisure
 

and
 

leisure
 

Work
 

performance
 

presen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re
 

is
 

a
 

double
 

effect
 

between
 

leisure
 

and
 

work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path
 

analysis
 

mode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leisure
 

on
 

work
 

performance
 

is
 

explor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dual
 

effec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and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final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
 

depends
 

on
 

the
 

intensity
 

of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and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When
 

the
 

average
 

leisure
 

time
 

on
 

a
 

working
 

day
 

reaches
 

the
 

optimal
 

level
 

( 270
 

minutes),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leisure
 

on
 

work
 

performance
 

will
 

reach
 

the
 

maximum.
Keywords: leisure

 

time;
 

work
 

performance;
 

substitution
 

effect;
 

compensation
 

effect;
 

flexible
 

wor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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